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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湖北大学”时期的中国法制史教材：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的文本及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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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现藏两种《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是该校“湖北

大学”时期出版的、由游绍尹主持编写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其一为迄今所见建国初期“五院四系”最早

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其一为今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一本完整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作为1955年“中南

政法学院”时期开设“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课程以来积累的教学成果，是今天考察法制史前辈学者在

1950—1970年代建设法律史学科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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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

的发现与问题的提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

书馆发现两种自编的中国法制史教材。［1］即：（1）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1 本，（2）《中

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2 本，均铅印出

版于该校“湖北大学”时期（1958—1970 年）。［2］

由于手头有一篇未写完的文章，一直都在关注、

收集建国初期（1949—1966）“五院四系”所编的

中国法制史教材，因此对新发现的这两种教材产生

研究兴趣。

1950—1960 年代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材（或参考

资料），只有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1］作者在寻找图书资料时，得到法学院图书分馆程芳老师、首义校区图书馆王中婧老师热情而专业的鼎力帮助，谨此

致谢。

［2］关于“湖北大学”时期，详见栾永玉、杨灿明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1948—2018）》下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6-1547、1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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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编写的若干种。［1］其余的大多是校内出版物，例如，

目前可见华东政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

院自编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和参考资料。［2］也有今仅

存其书目、书影者。［3］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馆藏的

这两种中国法制史教材，几乎不为学界所知。

翻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

关于 1950—1960 年代法制史教材的编写情况，可

见有如下的记载：［4］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卢干东、游绍尹、

张梦梅等教师分别主持编著了《国家与法的理论》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国家与法的通史》《苏

联国家与法的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外

国法律思想史》《毛泽东论国家与法》等教材和参

考资料，成为学校和其他政法院系法律史教学的重

要参考资料。

其中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应该就是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所藏的这两种教材。［5］但关于这

两种教材的具体情况，除了上述的校史之外，几乎

未见有相关研究涉及到。因此，这两种中国法制史

教材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由此或可揭开其法

律史学科在“湖北大学”时期那段尘封已久、语焉

不详的学术史片断。

［1］（1）北京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书》第一分册，法律出版社1959年

版。（2）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二、三分册，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63年4月/1965年4月/1965年9月。其中，第二、三分册的封面版式、版权页相同，但与第一分册的封面版式、版权页

却略有区别。即，第二、三分册版权页在封底右下角，且均无第一分册版权页所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鼓楼

西大石桥胡同28号）”“北京市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71号”，但是第二、三册都印有第一分册的统一书号：K6011·

108。又，第一分册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及若干大学图书馆，第一、二分册在“孔夫子旧书网”可见，第三分册未见。人大法学

院法律史博士生王牧云同学帮忙在其院图书馆检索该书信息，并拍第二、三分册封面、封底、目录页，谨此致谢。（3）在 

“孔夫子旧书网上”检索，可见A：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参考资料（现代史部

分）》第一、二、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B：①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和法的

历史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6年3月。②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

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和法的历史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政策、法令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956年4月。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和法的历史参考资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党

反动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6年8月。④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国家和法的历史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57年1月。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首义专业阅览室（二），

藏有B之①③④；其南湖校区保存本阅览室（一）则有B之①。

［2］（1）华东政法学院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组编印：《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资料》第一、二、三分册，1956年8月。

（2）北京政法学院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第一册，1962年9月/1963年9月。（3）四川行政学

院国家与法教研室编：《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资料（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政权与革命立法部分）》，1963年5月。案：这

里的“四川行政学院”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前身，或可称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四川行政学院”时期（1962.11—1964.6）。参见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4）西南政法

学院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编：《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讲义（初稿）》，西南政法学院1964年2月，重庆。大32开，平装，330

页。案：据西南政法大学校史（《西南政法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39页）可知：1955年11月通过的学院1956年科学研究计划，将组织教师参加《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等教材的编写。

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藏有（1）之全三册。通过互联网，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检索其馆藏书目，知其总馆—中国政法

大学教师文库藏有（2），载体形态项：232页，26cm；索书号：D920.5/510-1，非可借。另，在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检索馆藏书

目，知其沙坪校区—三线书库藏有（3），其载体形态项：330页，25cm，在架，可借。

［3］姜朋：《须有清风数后来——吉林大学法学院史稿（1948—1998）》，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第75页图

1-54。

［4］赵凌云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又，栾永玉、杨

灿明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1948—2018）》上卷，第590-591页。

［5］不知撰写上述两本校史的法制史学者是否见到过馆藏的这两本教材。又，游绍尹先生是中国法制史前辈，查阅这两

本校史所收其小传，未见提及这两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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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稀见的中国法制史资

料。例如，何仁俊在《中国法制史学研究（1949—

1978）——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中谈到：［1］

教材是 1949 年至 1978 年中国法制通史研究的

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是法学

专业的必修课程，为了教学的需要，许多法学院系

纷纷编写中国法制史的讲义和参考资料。根据笔者

搜集的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至少有 7 个高校编辑过

中国法制史教材，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

学、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

湖北大学、吉林大学。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仅选取

其中部分来进行说明分析。

其中的“湖北大学”，就是指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的“湖北大学”时期。在这段文字之后，作者仅

列举前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

（三册）、北京大学《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书》（第

一分册），［2］但未提供所谓“湖北大学”等其他 5

校自编同类中国法制史教材的相关信息。

作为考察建国时期中国法律史研究之学术史的代

表作，马小红、张岩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时代图景

（1949—1966）》所举的例子，有前揭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和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

学院自编的中国法制史教材或参考资料，［3］但未提及

“中南政法学院”自编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可见这也

正是目前法律史学科发展之学术史前沿中缺失的一环。

客观地讲，“五院四系”的校内自编教材，大

多受其性质、用途和发行渠道所限，当时就很难进

入一般图书馆收藏的序列。即使通过今日发达的互

联网旧书市场渠道，也不大容易见到其实物。因此，

它们应属于珍贵稀见的文物级教材，具有非同寻常

的学术价值。

以下，本文拟讨论的问题是：其一，“湖北大

学”时期这两种中国法制史教材的文本及其史料价

值。其二，其教材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其三，

这两种教材之间有何关系？它们在法律史学科发展

史上占据怎样的位置。

二、《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
册）的文本及其学术价值

（一）该教材的文本及其史料价值

在校图书馆“馆藏书目”检索该书，可获得其

书目信息。［4］摘录其中相关内容制成表 1，再将

该书相关书影制成图 1（以下相关书影，均为笔者

所拍）。

表 1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之书目信息

题名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   上册

责任者 湖北大学法律系

出版社 编者

出版年 1960.1

载体形态项 110 页，20cm

个人责任者 湖北大学法律系

中图法分类号 6（3）17

图 1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之封面、封底

及其版权部分放大书影

核校该书书目信息与其封面、封底，可知表

1“馆藏书目”有关信息欠准确。在此，尝试补正如下：

［ 1 ］ 何 仁 俊 ： 《 中 国 法 制 史 学 研 究 （ 1 9 4 9 —

1978）——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法律

史专业中国法制史研究方向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授：王

立民，2015年4月，第15页。

［2］其文中仅提供北京大学编写的第一分册的出版信

息，只字未提中国人民大学所编三册的出版信息。

［3］马小红、张岩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时代图景

（1949—1966）——马列主义方法论在法律史研究中表达

与实践》，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2期，第134、137、

138、142、143页。亦可参见叶秋华、赵晓耕：《守千古之

常，发一时之新——记人大法律史学科六十年》，载《法

学家》2010年第4期，第19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

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1950—201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59、77、96、98、

99页。

［4］其“馆藏信息”为：索书号，6（3）17/5；条码

号，00041395；馆藏地，首义专业图书阅览室（二）；流

通类型，可阅览；流通状态，在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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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题名”，脱落“讲义”二字，应以该

书封面所见者为准，即《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

（上册）。又，书脊上未印有书名。

（2）“责任者”，应以封底版权部分的文字为准：

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

该“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是“湖

北大学”时期所设教研室之名。其前身，即“中南

政法学院”时期的“国家法权理论与国家法权历史

教研室”（1955年9月）、“国家法权理论与历史”（1956

年 4 月）、“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

教研室”（1956 年 5 月）。至 1969 年，合并为“国

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1］

（3）“个人责任者”，其“前言”未说明。

在此或可推测：游绍尹在其 1950 年代编写油印本

基础上，主持编写该铅印本。［2］

（4）“出版社”，应以封面所见“湖北大学”

为准，具体如封底所见即：湖北大学教材出版科

出版。

该“教材出版科”，应是当时湖北大学负责出

版教材的专门机构。但是，不清楚其书号的批准机

构是否该“教材出版科”。当时在湖北省或武汉市

相关政府部门备案吗？不过，由此至少可确知，当

时学校方面对于教材出版的管理是相当规范的。

（5）封底最下边的两个戳记即“60 7 20”，

或许是该书在入藏图书馆时所盖的印记，表示入馆

藏的时间。

又查，在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所编《馆藏法学

与法律书目（中文部分）》之中，可见如下信息：［3］

6（3）17/5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

湖大   该校   60.1

这个记录与表 1 及表 2 该书封面所见相关信息

吻合。据此，可推知该教材在“湖北大学”时期只

出版了上册。这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中国法制史教材。

以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教材的情况作为参照，

有助于确定这本《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

册）的史料价值。

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所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

参考书》之“说明”（其编者写于 1958 年 5 月）

中，其前两段文字如下（尤其是笔者所加的下划线

部分）：［4］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是政法学科的一个部

门。内容非常广泛。主要研究近四十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

经验；研究党和毛泽东同志如何在各个革命时期创

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同时，

也要揭露和批判我国历史上各种剥削类型的国家与

法的实质，并阐明其发展规律。这对武装我们政法

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系同学在学习这门科学的过程中，却发生

了一些困难，除“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是解放以

后才开始创建的一门比较年青的科学，目前尚无教

科书这一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史料浩繁，而

迄今又缺乏科学的整理。为了帮助同学解决这一困

难，我们不揣翦陋，特将我国历代有关国家制度和

法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史料，按照我们的教学体系，

分为：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制部分、半殖民地半封建

时期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加以编辑，作为我

系同学学习这门课程的参考书。

第一段，阐明“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这门课

程的性质、主要内容及其重要意义所在。当时，在

“五院四系”这门课程的属性及其主要内容均如此。

这是因为，1956 年高教部开始颁布包括“中国国家

与法的历史”课程在内的教学大纲，并组织各法律

院系教师编写该课程的教材。［5］

第二段，简要介绍设立这门课程的背景及其教

学大纲的体系，尤其是当时同学们所面临的两个主

［1］栾永玉、杨灿明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科学术发展史（1948—2018）》下卷，第1583、1541、

1562页。

［2］详见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三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8、19页。

［3］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编：《馆藏法学与法律书目

（中文部分）》，1982年版，第49页。

［4］北京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

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书》第一分册，“说明”。

［5］详见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

院院史（1904—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226页。《西南政法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西南政法

大学校史（1950—2010）》，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1

页。付子堂主编：《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科史稿（1950—

2020）》上册，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案：感谢

赵天宝教授帮助复制最后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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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困难：一是“目前尚无教科书”。二是“史料浩繁”

且“缺乏科学的整理”。而编写这个参考资料的目

的，就是为了暂时可以解决这两个困难，便于这门

课程的教学与学习。所谓“目前尚无教科书”，当

指无铅印教科书。据其院史可知，1959 年编有油印

教材（祝总斌），直至 1961 年仍使用油印讲义。［1］

因此，北京大学法律系在 1950—1960 年代没有出

版过中国法制史铅印教科书。这是确定无疑的。

“湖北大学”时期所编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

史讲义》（上册），应当是按照高教部统一教学大

纲编写的，是今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最早的一本自

编中国法制史铅印本教材（未完成稿）。［2］即使

就“五院四系”而言，可能也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

一本中国法制史铅印本教材。铅印出版中国法制史

教材，在 1950—1960 年代比较罕见，而能保留至

今的则更属于珍稀之文物，因此其史料价值之高是

不言而喻的。

（二）该教材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及其学

术价值

该教材由“前言”和正文九章组成。将其体例

结构制成表 2 如下。

表 2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之篇章结构

前言 1-4 页

第一章 殷商奴隶制国家与法 5-17 页

第二章 西周初期封建制国家与法 18-28 页

第三章 春秋战国封建割据时期的国家与法 29-34 页

第四章
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时期的国家
与法

35-43 页

第五章
隋、唐、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发
展时期的国家与法

44-59 页

第六章
明清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时期的
国家与法

60-70 页

第七章 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家与法 71-83 页

第八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政权和立法 84-102 页

第九章 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国家与法 103-110 页

从总体上看，该教材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1）“前言”分为两个部分，其中贯穿着一

条主线，即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其第

一段就开门见山地就此阐明如下：［3］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新

建的一门科学。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大

理论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和导师。毛

泽东思想是发展着和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理

论。本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必须以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毛主席著作为纲，以党的方针

政策为依据，这是我们所必须坚决遵循的。

在此基础上，确定该课程的研究对象是“国家与

法”这一具体的历史现象。这是“中国国家与法的历

史”与“旧中国的所谓法制史”的根本区别。这与前

揭北京大学法律系所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书》

之“说明”是一致的表达：“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

要“研究党和毛泽东同志如何在各个革命时期创造性

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

这充分表明，“湖北大学”时期的“中国国家

与法的历史”这门课程，已基本上摆脱苏联法学的

影响，正在尝试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

学教育之路。

（2）该教材是一个未完成稿本。但据其“前言”

即可见本课程的总体架构设计：［4］

中国历史上共有下列各种不同性质的国家与法

律：奴隶制国家与法，封建制国家与法，半殖民地

半封建制国家与法，旧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和法（存

在时期极为短暂），人民民主政权和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和法。

以此对照该教材正文九章，可知其未完成的就

是“人民民主政权和法”这一部分。如果与下面要

讨论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对比，

这一点就更为明显。

（3）该《上册》的结构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

［1］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

史（1904—2004）》，第226、231、244、245页。

［2］与该教材配套的课程学习参考资料有，湖北大学

编著：《法律课程学习资料》第六辑《中国国家与法的历

史》，湖北大学1960年10月。127页，20cm。索书号：D

（9）0-42/4（6）。馆藏地：南湖社科法学阅览室，可借

阅；保存本阅览室（一），可阅览。多次查寻但未找到，

而其他五辑均在架。

［3］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

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上册），湖北大学1960年

1月，第1页。案：原文为“本课程的教学是和研究”，

“是”为衍文，引用时径删。

［4］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

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上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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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全书没有设置“目录”一项。其二，在“章”

之下，“节”的设置不统一。全书仅有第一章、第

八章之下设有“节”。例如：

第八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政权和

立法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和立法（1850—

1864）

第二节  戊戌变法（1898.6—1988.9.27）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1911—1912）

由此可见，设置“节”的标准不一。尤其是，

第八章之三节后的时间界点采用不同的标准，并且

其第二节有讹误“1988”，但当时并未校对出来。又，

在其他七章之下，则设（一）（二）等。例如：

第二章  西周初期封建制国家与法（公元前

1066 年？—公元前 770 年）

（一）殷商奴隶制国家的灭亡和西周初期封建

制的形成：

（二）西周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

（三）西周的国家制度：

（四）西周法：

（一）为标题，相当于“节”。但其句尾不必

使用冒号，其他章亦见有使用句号“。”者，这属

于不规范使用标点。这种体例上的缺陷与编写上的

粗糙，令人怀疑该教材是否由游绍尹一人完成的。

或许这就是当时教材编写之真实水平的体现。

无论如何，这本教材是迄今可见到其实物的最

早的一本中国法制史铅印教科书，在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湖北大学”时期法律史学科发展历程中，乃

至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法律史学科史上都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

三、《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
稿）》的文本及其学术价值

（一）该教材的文本及其史料价值

在学校图书馆“馆藏书目检索”，可见有 2 本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以下简称

为 A 本、B 本）。

摘录检索到的该教材 A 本、B 本的书目信息，

制成表3、表4。再将A本与B本的封面、封底等书影，

制成图 2、图 3。

表 3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 

A 本之书目信息［1］

题名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  初稿

责任者 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编

出版社 湖北大学

出版年 1964.6

载体形态项 180 页 25 开

个人责任者 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编

中图法分类号 6（3）17

表 4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 

B 本之书目信息［2］

题名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

责任者 湖北大学编

出版社 湖北大学

出版年 1964.6

载体形态项 180 页  20cm

个人责任者

中图法分类号 D（9）0-43

图 2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A本封面、封

底、封底版权部分放大书影

图 3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B本封面、封

底以及读者借书卡插袋页书影

［1］其“馆藏信息”为：索书号，6（3）17/5-2；条

码号，00054033；馆藏地，首义专业图书阅览室（二）；

流通类型，可阅览；流通状态，在馆。

［2］其“馆藏信息”为：索书号，D（9）0-43/61；条

码号，Z41500181；馆藏地：保存本阅览室（一）；流通类

型，可阅览；流通状态，在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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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表 3、表 4、图 2、图 3，则可以获得如下

这样的几点认识。

（1）A 本“馆藏书目”信息与其实物所见一致。

而 B 本“馆藏书目”信息，其“题名”与封面所见

有别，无“（初稿）”二字。两者全书均为 180 页，

其内容相同，应属同一版本。

（2）表 3 与表 4，除了“出版年”，其他各项

信息均不同。或许是两个校区图书馆由不同登录者

所为的结果。

（3）A 本索书号，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分类法（由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制，1953 年出版，

17 大类，标以阿拉伯数字 1-17），其中：6，是“法

律”类。B 本索书号，则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北

京图书馆发起编制，1975 年出版，分 22 类，以汉

语拼字字母作标记符号），其中：D，为“政治、

法律”类。

（4）A 本与 B 本封面的版式相同。另外，其

书脊上部均有手写体的书名（无“初稿”二字），

B 本书脊下部可见有“湖北大学编”（其中“北”

字被贴签盖住），A 本书脊下部仅可见有“湖”字（其

他被贴签盖住），推测与 B 本所见相同，下边应是

“北大学编”4 字。

（5）A 本封底右下角印有版权的相关内容，

而 B 本封底则无。不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又，A 本封底版权部分的上方有一“特本书库”

之印，可能是在某个时期被纳入特本书库保存时

所盖的。

（6）A 本版权页最下面一行字：“2—0021  武

汉”，可能是当时武汉使用的书号或者在武汉市政

府主管部门登记版权的一种编号。这与前揭《上册》

版权页的格式也不同。

（7）B 本书后保存有一张读者借阅卡（下图），

由其记录明确可见：① 1964.6，180 面。②不知

何故，其左上角索书号与其“馆藏书目”信息不

合，却与 A 本“馆藏书目”信息相同。或许其“馆

藏书目”信息所见索书号“D（9）0-43/61”，

可 能 是 1975 年 之 后 按 照“ 中 图 法” 新 编 的。 

③该书 B 本在 1978—1980 年代期间仍是重要的

教学用书。其中，（1979 年）1 月 15 日曾被当

时在校读书的张明楷（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法学

专业 78 级本科生。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1］）

借阅过。

图 4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借阅单

又，在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编《馆藏法学与法

律书目（中文部分）》中，可见有：［2］

6（3）17/5-2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

湖大   该校    64.6

由此可知，该教材曾在 1980 年代初期被湖北

财经学院图书馆编目整理过。

作为判定该教材文本之史料价值的根据，在此

选择两个观测点作为比较的参照体。

其一，是（1963.4—1965.9）公开出版的中国

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所编《中国

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二、三分册。

其二，是 1963—1966 年北京大学法律系这门课程

一直没有出版铅印本教材。在 1963 年教学计划中，

这门课程已改称为“中国法制史”（蒲坚、范勖之），

但“困难也是明显的”，“1963 年 9 月给新生开课

时，大多数专业课并没有正式教材”，“中国法制

史”也名列其中。［3］由此可见，“湖北大学”时

期能够编写并铅印出版这本中国法制史教材，也是

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其史料价值就在于，该教材是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迄今所见第一本完整的中国法制史铅印本教材，

即使在“五院四系”中，也是不可多见的自编中国

法制史教材。由此可以审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制

［1］详见栾永玉、杨灿明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科学术发展史（1948—2018）》下卷，第1356-1357页。

［2］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编：《馆藏法学与法律书目

（中文部分）》，1982年版，第49页。案：该书现在只收

藏有两册，一册在首义校区图书馆，一册在南湖校区图书

馆保存本阅览室（一）。这里所使用的是后者。

［3］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

史（1904—2004）》，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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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者在“湖北大学”时期所达到的学术水准。

（二）该教材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及其学

术价值

该教材由“前言”和正文四编、共十九章组成。

将其篇章体例结构制成表 5 如下。

表 5  《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之篇章结构

前言 1-3 页

第一编 中国奴隶社会时期的国家与法

导言 4 页

第一章
中国氏族制度的解体与奴隶制国家的形
成——夏 

5-8 页

第二章 商朝奴隶制国家与法 9-14 页

第三章 西周奴隶制国家与法 15-23 页

第四章 春秋时期国家与法            24-26 页

第二编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国家与法   

导言 27-28 页

第一章 战国时期的国家与法           29-32 页

第二章 秦汉国家与法                33-42 页

第三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国家与法 43-48 页

第四章 隋五代唐的国家与法             49-60 页

第五章 两宋国家与法 61-65 页

第六章 辽金元的国家与法   66-71 页

第七章 明清国家与法 72-82 页

第三编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国家与法（上）  

导言 83-84 页

第一章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国家与法的变化 85-99 页

第二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和法   100-103 页

第三章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04-107 页

第四章 北洋军阀反对政权和法       108-112 页

第四编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国家与法（下） 

导言 113 页

第一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政权和法                        114-121 页

第二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家和法 122-155 页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与法     156-166 页

第四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政权和法 167-180 页

首先，将“湖北大学”时期的《中国国家与法

的历史讲义》（上册）与《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

义（初稿）》联系起来审视，就可判断这是前后相

承的两本教材。

即，两者的关系是：前者是初步尝试编写的未

完成稿本，难免留有仓促、粗糙之痕迹。后者则是

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增订的最终完成稿本，较

为完备而且成熟。这种关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

考察。

其一，《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

的“前言”，直接源于《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

（上册）的“前言”，并有删节和修改。例如，坚

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行动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

强大思想武器”，强调“必须按照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1］

笔者所加的下划线部分，就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新增

加的文字。

其二，《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的篇、

章虽设置统一，但在“章”以下仍有设置不一致之

处：①自第三编之第二章开始，每“章”之后有“结

束语”。②只有第四编每章之下设置“第一节”“第

二节”，前三编则无“节”，直接设“一、”“二、”。

很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些部分由不同作者承担写作

工作，但是最后统稿时却仅整齐到篇章这个层面。 

其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

讲义（初稿）》第三编之第四章“北洋军阀反对政

权和法”，到第 112 页为止。这个篇幅与《中国国

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第九章“北洋军阀

反动统治的国家与法”，到第 110 页为止）篇幅大

体一致。《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以

增加新章、分解旧章的方式，从《中国国家与法的

历史讲义》（上册）的九章，扩展到《中国国家与

法的历史讲义（初稿）》第三编为止的十五章。

其四，《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

第四编（共四章），是此次新增写的，其体例与前

三编不同。推测其作者可能是此次新参加撰写工作

的。［2］

其次，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中国国家与法

权历史讲义（初稿）》（三册）为参照，有助于判

断当时法律史学界编写中国法制史教材所达到的学

术水平。这一点可从该教材第一分册所见编写“说

明”观察到。该“说明”短小精悍，特抄录如下：［3］

一、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是一门新的学科，目

［1］湖北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历史教研室

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湖北大学

1964年6月，第1页。

［2］该《初稿》编写工作可能仍由游绍尹先生主持，

但推测其作者恐怕不止一人。待考。

［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中国

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分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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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还在创建充实过程中。编写一部中国国家与法权

历史的讲义，不是少数人在短期内所能胜任的。但

是为了教学的急需，我们特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

参考有关的历史著作和兄弟院系的有关教材，编写

出这部讲义（初稿），一方面作为暂用教材；一方

面作为讨论初稿，向同志们征求意见。本书无论在

章节体系的安排或材料的引用上，以及在具体内容

的论述上，还有许多需要深入探讨。再加我们的水

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希望同志们

提出批评指教，以利将来作进一步的修改。

二、本书暂分四编和三册出版：即第一编奴隶

制时期，第二编封建制时期，第三编半殖民地半封

建时期，第四编人民民主政权（1949 年以前）。第

一、二编为第一分册；第三编为第二分册；第四编

为第三分册。

三、本书由以下几个同志分工编写：

第一编、第二编——张晋藩

第三编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

第八章——曾宪义

第三编的第二章、第四章——范明辛

第四编的第五章、第四编——张希坡

在第一段中，只有“法权”这个词带有苏联法

学的遗迹。此外，有两个信息值得关注：一是“在

原有讲稿的基础上”，二是参考“兄弟院系的有关

教材”（应是指北京大学法律系所编，两校法律系

在 1950 年代有比较特殊的关系）。

第二段文字交代该教材的四编、三册体例。即：

第一编“中国奴隶制国家与法权”，下设四章。第

二编“中国封建制国家与法权”，下设八章。第三

编“中国半殖民半封建时期的国家与法权”，下设

八章。第四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政

权和人民民主法制”，下设四章。其体例统一到篇、

章、节。其中，不一致之处有两点：一是第一编仅

第一章（“中国氏族制度的解体与奴隶制国家的形

成——夏”）不设“节”，内容太少的缘故。二是

仅第四编体例为篇、章、节、目，而前三编只统一

到“节”。

第三段为写作分工，这种署名方式在当时的出

版物中也是极为少见的，为今天研究学术史提供了

极大的方便。

这三册《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

是 1960 年代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材，

即使以现在所见教材的标准来衡量，其篇幅之大也

可算是一部巨作。［1］

“湖北大学”时期这本《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

讲义（初稿）》，其篇幅虽然不到中国人民大学三

册本中国法制史教材的五分之一，但其涵盖的课程

知识体系大体一致，唯其各章的内容比较精悍、

简洁。

1963 年 4 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家与法权

历史讲义（初稿）》第一分册出版。今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图书馆所见该教材第一分册就是“湖北大学”

时期所购藏的。据此判断，在编写该《中国国家与

法的历史讲义（初稿）》时，其编写者游绍尹等很

可能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本第一分册，包括四编

体例的设计，尤其是新增加的第一编第一章“中国

氏族制度的解体与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夏”（较

之《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其章名几

乎一致，引用的主要材料和观点也无甚区别。《中

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分册对“湖

北大学”时期这本《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

稿）》的直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湖北大学”时期《中国国家与法的历

史讲义（初稿）》，或可被视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

系《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初稿）》第一分册

在京外法律院系的一个子产品。由此可见当时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发展的进程路线及其所到

达的学术水平。这正是《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

（初稿）》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四、余论

关于“湖北大学”时期这两种中国法制史教材，

本文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如下。

（1）《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

湖北大学 1960 年 1 月出版。为游绍尹在其 1950 年

代油印本基础上主持编写而成，是迄今所见建国初

期“五院四系”最早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在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时期法律史学科的发展历

程中，乃至在新中国的法律史学科史上都具有重要

［1］第一分册，322页，24.3万字；第二分册，358

页，26.9万字；第三分册，382页，28.9万字。共计：1062

页，80.1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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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价值。

（2）作为《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上册）

的续本，《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初稿）》于

1964 年 6 月出版，游绍尹主持完成。这是迄今所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一本完整的中国法制史教材，

在当时的“五院四系”也是不可多见的中国法制史

教材。由此可以审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制史学者

在“湖北大学”时期所达到的学术水准。

（3）“湖北大学”时期这两种中国法制史教

材，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发展史上处于

承前启后的地位。即，它是 1955 年“中南政法学院”

时期开设“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这门课程以来不

断积累起来的成果。［1］在此基础上，1982 年“湖

北财经学院”时期游绍尹、吴传太《中国政治法律

制度简史》出版。［2］据此，可以窥见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中国法制史前辈学者在 1950—1970 年代努

力探索建设法律史学科的之一斑。

（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时期的

法律史学科，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法教育的‘工

作母机’”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3］有着极为

密切的联系。具体而言，成立于 1950 年 12 月的中

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4］直接影响

到京外法律院系的法律史专业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

等方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时期的法

制史学科，其主要师资（张梦梅、游绍尹、杨堪等）

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其课程设置、教学

计划、教材建设等更是直接以中国人民大学的为示

范榜样而完成的。［5］

最后，顺便谈一谈在收集这些珍稀法律史料的

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体会与想法。其一，目前学校图

书馆所藏 1950—1960 年代法律书籍（分类号“6”，

或“D（9）”），其存放状况不尽如人意：或没有

空调恒温，或放置混乱，很多书已陈旧残破不堪。

其二，建议尽快组织力量立项进行抢救整理工作，

以及时清理保护这些法律书籍，但不限于法律史学

科的书籍。其三，或者放入学校的档案室，或者存

入校史馆，或者在图书馆设立特本藏书室，同时进

行数字化处理，以便研究者使用。

王家范在《百年史学建设历程回顾》一文中，

开门见山地指出：［6］

世纪即将煞尾，很自然就想到“百年总结”。

一位中年学者对我说，他认为无论哪个领域，都必

须认真读他们的原书，该读的都必须读完，然后各

自从个案分头做起，前后左右摸清底细，才可能为

写出有质量的百年学术史提供条件。此说极有见地，

我是十分赞同的。

本文也认同此说，并努力尝试从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湖北大学”时期出版的法制史铅印教材实物

入手，试图尽可能摸清学术家底，为写出有质量的

法律史学科史片断提供条件。

［1］详见赵凌云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第219页。

［2］游绍尹、吴传太：《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前言”第2-3页。

［3］徐平：《必须肯定政法教育改革的革命意义》，载《政法研究》1957年第5期，第19页。

［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1950—2015）》，第299页。

［5］详见刘可风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史》，第95、96页。

［6］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37页。


